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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下稱歐盟)消弭內部之邊境管制，使人員得在歐盟境內自由流動，但也帶來了跨國犯罪增加之問題。刑事司法互助，是打擊跨國犯罪與追求正義的有效手段。有鑑於此，歐盟自行發展出一套獨特、高效率之超國家(supranational)司法互助整合體制。其突破傳統國際司法互助之限制，以相互承認原則為基礎，設置數個專責機構及創設多項法律工具，致使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運作結果，成效卓著。
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隨著歐盟條約之沿革，有著重大的轉變。本文擬從馬斯垂克條約、阿姆斯特丹條約與里斯本條約之不同規定，說明歐盟理事會對刑事司法互助事務之決策方式，自跨政府(intergovernmental)模式演變成超國家模式之過程，並介紹歐洲警政署(Europol)、歐洲司法合作組織(Eurojust)、歐洲檢察署(European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歐洲逮捕令(European Arrest Warrant)、歐洲證據令(European Evidence Warrant)，進而瞭解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整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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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修目的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下稱歐盟)為現今世界上最具規模，也最具影響力之區域國際組織，目前有28個會員國，人口數約有5億，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歐盟眾多的人口、龐大的市場及堅強的政經實力，助使其在世界之政治與經濟舞台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又歐盟本身之常設機構、法律制度及決議方式，植基於基本人權、民主法治及區域整合的概念之上，運作上可謂多元、複雜，且先進、獨特，其所建構之法律秩序及形塑之政策方向，不只大大影響各會員國，也深深影響歐盟之外的其他國家。
歐盟為我國第4大貿易夥伴及最大外資來源，我國則為歐盟在亞洲的第7大貿易夥伴，且我國與歐盟的經濟結構具有互補性，在資通訊高科技等多項產業亦有合作潛力，未來彼此合作之發展空間甚為寬廣[footnoteRef:1]。另外，區域整合為當今全球化經貿激烈競爭下，各國可壯大國家聲勢與消除關稅壁壘之重要策略選擇，而歐盟為當今區域整合表現最積極與最具效果之國際組織，其法制、運作與發展，實值我們多加觀察與關注。 [1:  資料來自我國外交部官網：http://www.mofa.gov.tw/Official/Home/Detail/31f7a86b-47d5-4f0c-9842-42bfa0a27fe3?arfid=88ce0e14-af13-4a76-8015-83fe91b55db0&opno=fe15c741-bf77-468b-bb7d-0f7eff7b7636, (last visited on2014/04/07).] 

從西德、法、荷、比、廬於1985年簽訂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開始，逐漸發展成歐洲多國加入簽署，之後該條約納入阿姆斯特丹條約，逐步消除了歐盟各會員國之邊境控制，使歐盟公民得以在歐盟領域內跨國自由移動，堪稱創舉。但是人員的自由流動，也帶來了跨境犯罪與跨國糾紛增加的問題，各會員國之打擊犯罪手段及民事爭端解決機制如何加強以因應之，歐盟機構及各會員國政府亦都意識到該難題。
司法互助，正是打擊跨國犯罪與追求司法正義最有效的手段。也因此，歐盟自行發展出一套獨特、有效率之超國家司法互助整合體制；其中，刑事司法互助又比民事司法互助更具特色。其突破傳統刑事司法互助之限制，設置數個專責機構及創設多項法律工具，以求達到更具效率與效果之追訴犯罪目標。也因為需求造就創新，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法律思潮與制度設計，極為先進，可謂獨步全球。
近年來，我國對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需求日增[footnoteRef:2]，惟礙於我國特殊之國際地位，對他國的司法互助請求，常有捉襟見肘之感。正因為如此，我國對於先進國家司法互助之法律制度與法律思潮，自應多加認識與深入研究，以期知己知彼，進則或可突破重圍，強化我國請求國際司法互助之成功率，退則亦可提升我國相關法律之知識水準。 [2:  例如，重大經濟犯王又曾藏匿美國不歸、肇事逃逸之英國人林克穎易裝逃亡、廣大興28號漁船上之漁民遭菲律賓公務船射殺之海上喋血案等。] 

有鑑於此，法務部瞭解應掌握歐盟超國家司法互助整合趨勢之重要性，因此選派筆者前往荷蘭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進修5個月，期以帶回最新的歐盟法律思潮，此亦為本文之研究目的。
[bookmark: _Toc385797945][bookmark: _Toc385804911][bookmark: _Toc385810340]又歐盟司法互助之概念與範圍極廣，為免研究範圍過大而失去焦點，且基於機關業務相關之考量，本文研究重心將置放於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領域，合先敘明。
二、進修過程
荷蘭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法律系設有歐盟法之國際碩士學程[footnoteRef:3]，為期一年，此學程所開設之課程皆以英語授課，因此吸引許多外國學生前來攻讀學位。而上開課程之內容，正好與筆者此行之研究方向相近，經與指導教授P.H.P.H.M.C. van Kempen[footnoteRef:4]討論後，筆者選擇旁聽歐盟機構法、國際人權法、歐盟對外關係法三堂課。其餘時間，則在研究室內研讀相關之書籍或查閱歐盟機構之相關官網，又或前往法律系館所設之圖書館，查找歐盟法及歐盟刑法書籍參考。 [3:  http://www.ru.nl/masters/programme/law/european-law/]  [4: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法律系專任教授，研究國際人權法、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歷史悠久，位於荷蘭東南方的Nijmegen城鎮。該城鎮是典型的大學城，民風淳樸，治安良好，居民親切和善，週遭有大片森林、田野與綠地，市中心有河流經過，空氣清新，環境幽靜，是個適合生活與學習的好地方。筆者在此單純、優美之生活環境中，遂漸能安頓下來專心進修，也隨著時間的經過與學習的累積，對於複雜、獨特的歐盟條約沿革、組織架構、決策方式及法律形式等，已可掌握其梗概。而具備了上開基礎知識，再研究歐盟司法互助之制度與運作情形，即有易於上手及融會貫通之感。在此進修期間，承蒙法律系師長、同學與行政職員們的親切對待與熱心幫忙，使筆者能夠在異鄉順利學習，進而提昇自身之法律學識。
另外，筆者在進修期間，適逢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調辦事劉文婷檢察官率同調辦事江珮綺檢察事務官來歐進行檢察實務研習，筆者因而有幸陪同參訪歐洲司法合作組織(Eurojust)、荷蘭國際司法互助地區檢察官辦公室(IRC)、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參加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舉辦之未來歐洲刑事司法政策研討會，並拜訪我國駐荷蘭李光章大使，進而對歐盟機構及荷蘭政府實際處理刑事司法互助案件之情形，及其現在所面臨之困難與挑戰，有較深入的認識與瞭解。此次研習行程實開展了筆者的國際視野，同時也讓筆者汲取了他國寶貴的經驗。
於荷蘭進修之尾聲，筆者將此行之研究成果向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法律系刑法組之教授與博士生提出英文簡報，獲得指導教授P.H.P.H.M.C. van Kempen之肯定，並互相交換意見，使此次之進修計劃畫上圓滿的句點。又van Kempen教授強調，學校非常歡迎我國檢察官前往進修，且樂意延長進修期限至1年、2年，甚至更久，並可協助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相關配套措施均可再詳細討論，筆者當場深受感動，表示非常感謝其良善之提議，並承諾將該訊息呈報我國法務部參考，以促成雙方更多交流的機會。
[bookmark: _Toc385797946][bookmark: _Toc385804912]筆者此次前往荷蘭進修，過程充實豐富，最後滿載而歸，十分值得。希盼未來，筆者能將自己所學與大家分享、交流，進而有所貢獻，並促成更多同仁前往荷蘭進修、學習。
3、 [bookmark: _Toc385810341]歐盟超國家刑事司法互助之原則
[bookmark: _Toc385797947][bookmark: _Toc385798104][bookmark: _Toc385804913][bookmark: _Toc385810342](一)、傳統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國際司法互助，係指國與國之間司法事務之相互協助行為。也因此，傳統刑事司法互助基於國家主權之對等[footnoteRef:5]，由國與國之間簽署雙邊或多邊之司法互助條約，再由請求國向受請求國請求為司法上協助。傳統刑事司法互助的分類，可分為狹義的司法互助，廣義的司法互助與最廣義的司法互助[footnoteRef:6]。狹義的司法互助，包含證人與鑑定人之訊問，證物之移轉，搜索、扣押、勘驗、文書送達、情報提供等；廣義的司法互助，包含引渡與狹義司法互助之內容；最廣義的司法互助，則包含刑事追訴的移轉、外國裁判之執行與廣義司法互助之內容。 [5:  廖宗聖、林燦璋，主權觀念轉變下的刑事司法互助模式之探討，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35卷，第15頁，2011年10月。]  [6:  廖正豪，兩岸司法互助的回顧與前瞻，刑事法雜誌第55卷第3期，第8頁，2011年6月。] 

聯合國意識到有系統地制定國際刑事司法準則之重要性，於是在1985年第七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及犯罪處遇大會(UN Congress on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he Treatment of Offenders)通過「關於外籍囚犯移交模範協定」，又於1990年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及犯罪處遇大會通過「引渡模範公約」、「刑事司法互助模範公約」、「刑事移轉訴訟模範公約」、「有條件判刑或有條件釋放之罪犯移轉監督模範公約」、「關於犯罪所得選擇性議定書」，而對於外國刑事判決之執行、引渡請求、狹義司法互助之行為、刑事追訴之移轉、更生人保護管束之移轉、犯罪所得處理等傳統刑事司法互助之內容與運作訂定共同規範，成為聯合國當今最主要的國際司法互助模範公約[footnoteRef:7]，也成為各國簽訂刑事司法互助條約的典範，對傳統刑事司法互助的發展意義重大[footnoteRef:8]。 [7:  朱朝亮，國際司法互助之總則：國際管轄原則、司法互助之義務、司法互助之權利，月旦法學教室，第99期，第92-93頁，2011年1月。]  [8:  黃元冠，全球化對檢察官司法互助之衝擊與展望，檢察新論，第4期，第38頁，2008年7月。] 

國際刑法司法互助之運作，在長久發展之下，已發展出各國通用之法則。一國與他國簽署司法互助條約之後，並非因此即受拘束而必須執行他國之請求，其仍應審核所請求係符合人權保障、國際間相互尊重及本國利益等條件，始決定同意該請求與否。因此，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有其權利、義務與得拒絕執行之原則。基於國際法優越及互惠原則，各簽約國有遵守司法互助條約之義務；請求國經遵從特定原則、附條件原則、互助行為適用受請求國法之原則，向受請求國主張司法協助，受請求國應有協助之義務；惟若受請求國認有有保護本國利益、遵守國際承諾事項、維護本國法秩序原則、尊重本國管轄權原則、禁止雙重危險、違反雙罰(一事不二罰)原則、保護本國秘密利益、違反司法互助正當性或違反憲法比例原則等情事時，依國際慣例，其可拒絕該司法互助之請求[footnoteRef:9]。 [9:  詳細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權利、義務與得拒絕執行之原則的內容與說明，請參閱朱朝亮，國際司法互助之總則：國際管轄原則、司法互助之義務、司法互助之權利，月旦法學教室，第99期，第102-105頁，2011年1月；朱朝亮，國際司法互助之總則：拒絕原則、審查原則、傳遞管道，月旦法學教室，第101期，第43-47頁，2011年3月。又有學者將上開權利義務關係，簡化稱為司法互助的原則：(一)互惠原則；(二)本國人不引渡；(三)犯罪種類限制；(四)特定原則；(五)雙方可罰原則；(六)雙重處罰禁止。參見廖正豪，兩岸司法互助的回顧與前瞻，刑事法雜誌第55卷第3期，第10-16頁，2011年6月。] 

請求他國為司法互助時，請求國應以書面載明法定之事項，依受請求國之法定程序辦理。而傳統國際司法互助之模式，立於國家主權互助之基礎，認為國家間之協助行為屬於外交事務，遂慣行由兩國之外交部為溝通管道，傳遞請求書與相關資訊。常見之流程為，請求國之執法機關將請求司法互助之文件交給該國之外交部，再由該國外交部交給受請求國之外交部，再由其轉回該國執法機關執行，執行完畢之結果，再循同一管道送到請求國之執法機關。此傳遞程序層層轉手，相當冗長耗時，可能影響追訴時效，且文件經手數個機關，亦使請求事項或執行結果之洩密風險提高，可能發生嫌犯逃亡、串供或滅證等情形，成為傳統國際司法互助執行上共通之難題[footnoteRef:10]。 [10:  朱朝亮，國際司法互助之總則：拒絕原則、審查原則、傳遞管道，月旦法學教室，第101期，第49頁，2011年3月。] 

[bookmark: _Toc385797948][bookmark: _Toc385798105][bookmark: _Toc385804914][bookmark: _Toc385810343](二)、歐盟超國家司法互助之基石--相互承認原則
歐洲各國家間，於1957年至1988年，先後簽署歐洲犯罪人引渡條約，歐刑事司法共助法、歐洲緩刑及假釋者保護管束條約、歐洲道路交通犯罪處罰條例、歐洲刑事判決之國際效力條約、歐洲未成年犯送還條約、歐洲刑事追訴之移送條約、歐洲對人道犯罪及戰爭罪犯無效追訴時效條約、防止恐怖行為之歐洲條約、受刑者移送條約、歐洲被害人補償條約等[footnoteRef:11]，欲使歐洲國家間之司法互助，透過區域多邊條約之簽署，獲得有效之幫助與執行。然上開條約固然立意良善，且省去各國個自與受請求國簽約之麻煩，惟其性質仍屬於傳統之國際司法互助，履行模式需要透過國家外交途徑為接觸窗口，因此猶具有傳統模式曠日費時與溝通不易之缺點。 [11:  同註8，第93頁。] 

1993年11月1日馬斯垂克條約生效後，「歐洲聯盟」此名詞正式使用，歐洲也由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注重經濟整合階段，更進一步，邁向範圍更廣、面向更多的政經統合之路。歐盟為形成並鞏固歐洲內部無彊界之單一市場，乃盡力消除各會員國間之邊境管制，以期達成人員、商品、服務、資本之自由流通。然而，人員之自由流通，當可預見也會帶來了犯罪人與犯罪行為之自由流通，其將促使跨國犯罪或跨境逃亡之案件大量增加。在此情形之下，對跨國犯罪人有效的訴追與跨境逃亡者有效的逮捕，誠屬必要；否則，若開放邊界導致各會員國治安惡化，勢必影響該國之商業投資與經濟發展，而歐洲共同市場共生共榮之目標即無法達成。
司法互助，係各國攜手打擊跨國犯罪非常有效之手段。歐盟機構與各會員國均有此體認，於是在馬斯垂克條約第三支柱(Third Pillar)司法與內政事務(Judicial and Home affairs)中，提到「刑事司法互助」(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一詞，其首次將刑事司法互助列於歐盟事務之範圍，以彰顯歐盟對此議題開始重視。之後，1997年簽署之阿姆斯特丹條約第29條表明，以建立「一個自由、安全、司法區域」(an area of freedom , security and justice)，為目標，顯見歐盟認為在共同市場下，有效公平之「司法」亦扮演重要之角色。
然而，跨國犯罪之調查、案件之訴追與人犯之追捕，首重效率，以免人犯逃跑或相關證據滅失，難以實現追訴之結果。然而，傳統刑事司法互助模式顯然緩不濟急，無法符合歐盟欲建立「一個自由、安全、正義區域」之目標。於是，在1999年，歐盟高峰會在芬蘭坦佩雷舉行會議，討論如何建立自由、安全、正義區域，於最後之結論中提到應建立司法程序共通之最低度規則，加強司法裁判與決定之相互承認，並為必要之法律調和，以促進各會員國司法機關之合作及個人權利之保障；並特別指司法互助的基石，就是對各會員國間司法裁判與決定之相互承認[footnoteRef:12]。期許以司法機關之間相互承認裁判及決定之方式，取代傳統司法互助之外交傳遞模式，以提高執行的效果與效率。此次會議結論形成之政策，又稱為「坦佩雷計畫」。 [12:  Tempere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cy Conclusions, Para. 32, 33.] 

依循上開坦佩雷會議之指示，歐盟執委會於2001年提出坦佩雷計畫「相互承認原則」在歐盟刑事領域的執行措施[footnoteRef:13]。 歐盟執委會於該執行措施文件中指出，相互承認不只用於促進各會員國間之合作，也用於個人權利之保護，且有助於法律之安定。而相互承認之執行，奠基於各會員國對彼此刑事司法制度之信任，而各會員國對彼此法制之信任，並非憑空而得，而是源自於各會員對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之尊重；又相互承認原則得適用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包括審前階段及審理階段；再相互承認原則應該適用於何種犯罪類型、是否以雙重可罰為前提、是否應規定共同最低標準、如何執行、可否拒絕承認等議題，亦多有討論。上開坦佩雷計畫執行措施經提出之後，相互承認原則之概念、論理基礎與適用範圍，逐漸清晰而具體，變成了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基本原則。 [13:  (Tempere) Programme of measures to implement he principle of recognition of decisions in criminal nature, C 12/10 15 January 2001. ] 

此後，於歐盟高峰會於2003年作成之海牙計畫[footnoteRef:14]、於2010年作成之斯德哥爾摩計畫[footnoteRef:15]，均延續「相互承認」原則作為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基調，進而設置機構與法律工具推來行相關措施。該2次計畫結論分別指出，歐盟各會員國之刑事法律體系、制度與運作情形皆不相同，若能藉由法律調和(legal harmonization)，使各會員國之刑事程序法及實體法有最低度之共同標準(minimum rules)或最基本之權利保障，當可減少各會員國彼此之疑慮，進而建立相互間之信任與信心，終而願意相互承認彼此之司法決定或判決。由此可見，相互承認、法律調和與相互信任之間，關係密切，裡為表裡，可謂缺一不可。 [14:  The Hague Programme: Strengthening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C 53/1 3 March 2003.]  [15:  The Stockholm Programme: An Open and Secure Europe Saving and Protecting Citizens, 
C 115/4 4 May 2010.] 

藉由坦佩雷計畫、海牙計畫與斯德哥爾摩計畫，歐盟勾勒出其刑事司法互助基本原則與制度建置的輪廓，除了不斷強調相互承認原則為司法互助之基石之外，亦點出各會員國間之相互信任與法律調和，乃係促成適用相互承認原則之重要內涵。依此，現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82條第1項指出，相互承認原則為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基礎；同條第2項則提到刑事司法互助應包括各國刑事法規的接近(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 and regulations)，亦肯認了歐盟各會員國法律調和之重要性。
由此可見，現行歐盟各會員國間對彼此刑事司法互助之請求與執行，已經不再依循傳統複雜費時之國際司法互助模式，而是採取自行發展出來，以相互承認為基礎，具有簡化程序與高效率之超國家刑事司法互助模式。
[bookmark: _Toc385797949][bookmark: _Toc385798106][bookmark: _Toc385804915][bookmark: _Toc385810344](三)、相互承認原則實施上之困境
相互承認原則之提出，源自於歐洲法院對Cassis de Dijon[footnoteRef:16]案件之行政訴訟判決。基於達到歐洲市場整合之目標，歐洲法院認可相互承原則之必要。該判決之後，歐洲共同體執委會從促成各會員國法律一致(absolute harmonization)之態度轉向，務實地倡導相互承認原則，並追求設立歐洲內部市場共同之最低法律標準(a high minimum standard)，例如環境保護等法規。嗣後，歐盟高峰會於坎佩雷會議中宣示，引進相互承原則用於刑事與民事司法互助之領域中，並作為相關發展之基石。 [16:  Cassis de Dijon是法國所製造之酒精類飲品，由黑醋栗提煉而成，其酒精濃度為15%-20%。該飲品進口到德國時，經德國以其不符合德國酒精類飲品必須達酒精濃度25%以上之規定，禁止其進口，嗣該家飲品公司不服德國之行政處分，遂提出行政訴訟，一路打到歐洲法院。於1979年歐洲法院作成判決，指出上開酒精飲品既已符合法國長久以來具有傳統之酒精類飲品製造標準，為使共同市場之商品能自由流通，除非有特殊之正當理由，例如為了保護環境或人體健康等，基於相互承認(mutual recognition)原則，德國不得以該飲品不符德國之酒精濃度比例規定為由，拒絕其進口。此判決所提出之相互承認原則，取代了各會員國間就其內國之法律制度與標準想要達成絕對一致(absolute harmonization)之想法。現實上，法律制度與標準一致之促成，費時耗力，且各國政經環境差異甚大，實現之可能性甚微。也因此，歐洲共同體執委會不再執著於追求法律一致，退而提出希望歐洲共同體機構設立共同之最低標準(a high minimum standard)，使各會員國在該共同標準之基礎上，得相互承認其他會員國之法律規定，以實現歐洲共同體內部市場貨物自由流通之目標。] 

然而，原先為了歐洲市場商品整合所提出之相互承認原則，直接適用於刑事司法互助合作之領域，不可避免地發生本質矛盾的問題[footnoteRef:17]。刑事訴訟法注重公平審判之程序與當事人權利之保障，此與為促進商品自由流通所為之行政或商事法規相互承認，兩者之本質大不相同，貿然承認他國之刑事司法作為，有可能會侵害會員國內國之主權、法律價值或當事人權益。此外，相互承認原則在實務執行上，可能會發生以下之困境： [17:  王效文，德國刑事司法互助法制與歐盟法之影響，涉外執法與政策學報第2期，第15頁，2012年5月。] 

1、 [bookmark: _Toc385797950]案件管轄地之恣意選擇(forum shopping)[footnoteRef:18] [18:  林麗瑩，提升跨國犯罪追訴效能的刑事訴訟統合運動—以歐盟對跨國刑事追訴的發展為中心，檢察新論第6期，第63頁，2009年7月。] 

歐盟各會員國之刑事法律規定不同，警察或檢察官偵辦案件時，若該案涉及多個管轄權，自可選擇適用何國之法律聲請令狀或取證。此選擇行為固無違法，惟檢警藉由各國法律規定寬嚴不一之現象，規避某些會員國以嚴謹法律監督偵查之活動，實非相互承認原則原本之目的，容易引發爭議。
但若將管轄地之選擇，當作檢警之訴訟或辦案策略，亦無不可。筆者參訪歐盟司法合作組織(Eurojust)時，負責接待之義大利檢察官提到，因偵辦跨國犯罪案件，數國檢察官召開協調會議或組成聯合調查小組時，就聲請令狀、取證與起訴之地點，會根據被告、證物所在地或法律差異之情形，作通盤之考量再決定，以達有效訴追犯罪之目的。所以，管轄地的選擇，透過相互承認原則，可能利弊互見。
2、 [bookmark: _Toc385797951]無法擔保證據在不同法律制度下之評價[footnoteRef:19] [19:  同註19。] 

相互承認原則在解決於不同國家取證之合法性，但取證之後，案件進入法院審理，相同證據在不同法律制度下之法院審理程序，可能有不同的證據效果或法律評價，甚至不排除有取證過程合法，但其性質為傳聞證據而被排除使用之可能。因此，表面上證據雖能在不同法域間流通，但實質上，是否真具有流通之效果與意義，非無討論之空間。如此一來，相互承認原則原以司法互助之方式，促成跨國犯罪有效訴追之目的，是否能夠達成？則生疑義。
3、 [bookmark: _Toc385797952]侵害被告之防禦權[footnoteRef:20] [20:  同註19，第64頁。] 

檢警得在不同法域的取證，也許亦可選擇不同之起訴地，對此，刑事案件之被告對在案件何處取證、起訴，非必然皆可預見；縱使得以預見，對於非本國之法律制度與規定，亦難期待其有所瞭解與認識。甚至，在不同國家強制處分之門檻不同，被告認為其在本國無受強制處分之可能，未料竟因其他國家司法機關核發之令狀而受人身拘束，顯然逾越其對本國法之確信。尤其，相互承認原則之適用，導致傳統國際司法互助之多項法則之退讓，例如，雙重可罰原則、本國人不引渡原則等，對刑事被告權益之影響不謂不大，非無產生侵害被告防禦權之疑。
4、 [bookmark: _Toc385797953]歐盟機構不再致力各會員國刑事法制之整合[footnoteRef:21] [21:  同註20。] 

[bookmark: _Toc385797954][bookmark: _Toc385798107][bookmark: _Toc385804916][bookmark: _Toc385810345]相互承認法則之應用，並未立基於各會員國刑事法制相同或相似之前提下，相反地，其主張兼容並蓄，不論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之司法判決或司法決定，均應相互承認。也因此，歐盟機構在尊重各會員國刑事法制差異之前提下，可能不再致力追求歐盟區域法律之整合或一致化。但是，各會員國法律差異所容易發生的爭議，業經論述如前，且司法判決或強制處分等刑罰權，本質上為國家主權之實行，在他國施行該司法判決或強制處分，具有本國高權行為貫穿國界在境外行使之效果，實際上發生主權外擴之效力。因此，若不藉由區域法律調和使各國實際之落差減少，長久下來，也許會發生特定國家濫用刑罰權致其主權恣意擴張之問題。
四、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
[bookmark: _Toc385797955][bookmark: _Toc385804917][bookmark: _Toc385810346](一)、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之前
歐盟的前身為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下稱歐體)，而早在歐體成立之前，歐洲各國為打擊恐怖犯罪、跨國犯罪及境外犯罪，就已經開始跨政府之間合作(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並設立了多項的合作機制。例如，於1976年英、德發起而成立歐洲國家之警政合作組織TREVI Group[footnoteRef:22]，以查緝在歐洲境內的恐怖活動為目的，到1985年時，並該組織任務擴展到對抗毒品走私、武器走私、銀行搶劫、幫派組織等重大跨國犯罪[footnoteRef:23]。其由歐洲各國之司法或內政部長定期召開會議，為歐洲「警政與內部安全事務」(Policing and Internal Security Matters)擬定政策方向，解決共同問題，再有各國資深警官或內政官員定期開會，負責相關政策之諮詢與工作小組之協調，再有各國警察、專家、官員組成的工作小組，負責執行政策內容與具體措施，共成立四個工作小組，分別負責對抗恐怖主義、促成警政合作、打擊組織犯罪及處處邊境移民管制等工作[footnoteRef:24]。TREVI Group是歐洲國家最早的區域警政合作平台，其促使各會員國共享資訊、資源，並能進行溝通協調，對合力打擊犯罪甚有貢獻。嗣馬斯垂克條約簽立後，歐盟另成立K.4委員會[footnoteRef:25]，TREVI Group始被該委員會取代。 [22:  TREVI是取自法文Terrorism, Radicalism, Extrémisme, Violence Internationale的字首，意旨恐怖主義、激進主義、極端主義及國際暴力；又有一說指TREVI是源於當初之開會地點義大利Fontana di TREVI。參見張福昌，歐盟司法與內政合作反恐議題解析，第211頁，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初版，2011年1月。]  [23:  C. Fijnaut, Policing Western Europe: Interpol, Trevi and Europol, Police Studies, vol.15, 1992, p.102.]  [24:  John D. Occhipinti, The politics of EU police cooperation –Toward a European FBI?,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PP.21-34.]  [25:  K.4 Committee, 即coordinating committee,負責管理、監督與協調「司法與內政事務」領域內之分工，為馬斯垂克條約第三支柱的核心單位之一，相關規定請參見Maastricht Treaty Art. K.4.] 

另外於1985年, 歐體成員國西德、法、荷、比、盧，自行簽署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旨在消除各簽約國之邊界管制，使人員與商品之跨境流通更加方便與迅速，並稱為申根區域(Schengen area)。嗣於1990年，經歐洲多國加入上開協定後，又制定申根施行條約(Schengen Implementing Convention)，使簽約國廢除其內國邊境檢查，與所有簽約國建立共同的「外部」邊界，使簽約國人民得在該「內部」境內自由移動，又各簽約國應擬訂相同或近似的入境、跨境及簽證發放等邊境管制條件，以兼顧區域內部安全之維持，並處理隨之而來跨國犯罪及非法移民的問題。此廢除內部邊境檢查及加強外部邊管制之作法，為該條約之特色，並衍生出一套邊境管制措施與相關關務及警政合作，又稱為申根既有規範(Schengen acquis)。申根條約之實行，原本自外於歐體或歐盟體系之外，自成一格，嗣於1997年時，該條約被納入阿姆斯特丹條約之中，始成為歐盟架構之一部分。[footnoteRef:26] [26: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justice_freedom_security/free_movement_of_personsasylum_immigration/l33020_en.htm (last visited on 2014/04/16).] 

此外，歐洲各國還有共同成立移民特別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Immigration)、國際組織犯罪特別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ed Crime)、刑事司法合作特別工作小組(Judicial Co-operation Working Group on Criminal Matters) 等[footnoteRef:27]，以促進各國間之警政合作。惟該些合作機制雖係跨政府間之合作，但不屬於歐體或歐盟之一部分，而由各國自由參加，因此，合作之拘束力及效果，自較為有限。 [27:  John Benyon, “ Policing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hanging Basis of Cooperation on Law Enforce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0, No.3, 1994, P.362.] 

[bookmark: _Toc385797956][bookmark: _Toc385804918][bookmark: _Toc385810347](二)、馬斯垂克條約階段
1992年2月7日，歐體的12個會員國在荷蘭的馬斯垂克簽署了歐洲聯盟條約(The Treaty of European Union，TEU)，該條約於1993年11月1日生效，此後歐體被歐盟取代，並由原來注重單一市場之經濟整合，擴張到更多面向政策的整合。因為歐洲聯盟條約後來多所修正，因此該階段之所簽立歐盟條約，又稱為馬斯垂克條約。
馬斯垂克條約創立了三支柱結構(Three Pillar Structure)，第一支柱為原來歐體的範圍，第二支柱為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第三支柱為司法與內政事務政策。第三支柱之範圍，包括移民、簽證、庇護、難民、民事司法合作、刑事司法互助、警察合作、海關合作等議題。又第一支柱事務為超國家決策模式(Supranational)，由歐盟理事會作出決定；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事務，歐盟機構可為討論，但原則上仍由各會員國自行決定，若欲作成共同決策，需要歐盟理事會之成員都同意，達成一致決(unanimity)，才能以歐盟名義實行，故稱為跨政府決策模式(Intergovernmental)[footnoteRef:28]。 [28:  Paul Graig and Gràinne de Bùrca, EU Law: Text, Case, and Materials, Oxdford University Press, 5th edition,2011, pp.924-925.] 

馬斯垂克條約第六篇「司法與內政事務合作之條款」(Provisions o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之K條規範刑事司法合作事務。第K.1條規定：「1.為了實現聯盟的目標，尤其是實現人員自由流動的目標，在不損害歐洲共同體權限的情況下，各會員國應該將下列領域視為有共同利益：(1)庇護政策；(2)人員入出境與會員國外部邊境之管理；(3)移民與第三國民入出之政策；(4)打擊毒品犯罪；(5)打擊貪污犯罪；(6)民事司法合作；(7)刑事司法合作；(8)海關合作；(9)警察合作。」
又於第K.3條規定：「1.各會員國就第K.1條所示到之領域事務，應該在歐盟理事會中互相告知與磋商，並協調彼此之行動。又為達成該目的，各會員國得建立相關政府部門之合作。2.…歐盟理事會根據會員國之提議，就第K.1條(1)至(9)所示領域事項，得採取下列措施：(1)制定共同立場(joint positions)，並採取適當形式與程序促進一切有利於聯盟目標之合作；(2)考慮採取行動之規模和效果。若採取共同行動(joint action)比各會員國之單獨行動更能使目標實現，則歐盟理事會應決定採取共同行動，並得對共同行動之施行措施以條件多數決之方式通過決議。(3)在不影響歐洲共同體條約第220條規定之情況下，歐盟理事會得起草各項公約(convention)，建議各會員國依據其內國憲法規定批准上開公約。」另依第K.1(9)條規定而設立歐洲警政署(Europol)。
馬斯垂克條約第K.1條將各會員國之刑事合作視為歐盟之共同利益，為歐盟機構介入各會員國間之刑事司法合作事務提供了法律依據。第K.3條說明了歐盟理事會在協調各會員國刑事司法互助事務之功能，並賦予歐盟理事會得運用「共同立場」「共同行動」「草擬公約」之法律工具，期許其在歐盟刑事司法合作領域中有所作影響與作為。因此，整體而言，馬斯垂克第三支柱雖非超國家之決策模式，而屬跨政府間之合作模式，然其已正式將刑事司法合作納入歐盟體系之中，意義重大，同時也開啟了該區域刑事司法互助之新局。
[bookmark: _Toc385797957][bookmark: _Toc385804919][bookmark: _Toc385810348](三)、阿姆斯特丹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 )階段
1997年10月2日歐盟各會員國簽署了阿姆斯特丹條約[footnoteRef:29]，對馬斯垂克條約與原構成歐體的條約進行修改，使歐盟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司法與內政事務領域及歐盟機構體制有了相當的改變。該條約於1999年5月正式生效。 [29:  正式英文名稱為Treaty of Amsterdam amending the Trea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ertain related acts。] 

在馬斯垂克條約第三支柱有關移民、庇護、邊境管制、限制人員移動等議題，常涉及基本人權之保護，亦時與歐體條約的自由流通規定相關。因此，許多人主張該些領域的政策決定應公開透明及可受監督，並要求歐洲議會應該更積極地介入該些議題的討論，且歐洲法院應該對該領域之決策有權審查[footnoteRef:30]。此主張甚具民主與法治之正當性，而為各會員國所接受。 [30:  Ibid[28], p.925.] 

依此，阿姆斯特丹條約將原置於第三支柱之簽證、邊境管制、移民、庇護等與人員自由流通有關之事項，及民事司法互助，移轉至第一支柱規範，納入共同體條約第四篇第61至69條，使該些事務之決策能在歐體的架構下進行，又稱為共同體化(Communalize)[footnoteRef:31]。因而，原來馬斯垂克條約第六篇「司法與內政事務合作之條款」之內容已經改變，在阿姆斯特丹條約遂更名為「警察與刑事司法互助之條款」(Provisions on police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31:  吳建輝，刑事司法互助在歐洲聯盟法之發展，第8頁，司法新聲，第103期，2012年7月。] 

又阿姆斯特丹條約第29條表示，歐盟以建立一個「自由、安全與司法區域」(an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AFSJ)為目標。做此宣示之後，歐盟做了許多討論與措施以達到該目標。其中，歐盟高峰會於1999年召開坦佩雷會議，討論歐盟應該如何作為與擬定方向，以有效推行相關政策，並在會議中達成共識，慎重執行「自由、安全與司法區域」之五年計畫方案。至今，歐盟高峰會接續提出了3個五年計畫，依序為坦佩雷計畫(1999年至2004年)、海牙計畫(2005年至2009年)及斯德哥爾摩計畫(2010年至2014年)，每個計畫皆有其政策發展重心與執行重點[footnoteRef:32]。 [32:  上開3個計畫之政策重點，除可參照計畫結論原文之外，可參閱註31，第9-13頁，該篇文章就該3個計畫影響歐盟在刑事司法互助之政策變遷，有詳細之說明。] 

另外，值得一提的，在警察與刑事司法互助領域，阿姆斯特丹條約創設了一個獨特的決策模式：框架決定(framework decision)[footnoteRef:33]。位於第三支柱下的警察與刑事司法互助事務，屬於跨政府主義，若歐盟理事會欲作歐盟層級的共同決定，應採取一致決，業如前述。然而，歐盟理事會要達成一致決，實在困難，以致此領域具體措施之推行幾無成果。為解決此困境，阿姆斯特丹條約遂授權歐盟理事會採用上開創新的方法，並取代了馬斯垂克條約之「共同行動」決定。 [33:  The Treaty of Amsterdam Art. 34.] 

框架決定的法律效果近似指令(directives)。框架決定可要求會員國立法達成其作成的結論，但立法細節不論，交由會員國自行決定；其不若指令對會員國具有直接效力，會員國僅受框架決定之間接拘束。此框架決定規避了難以達成的一致決，進而賦予歐盟理事會很大的裁量權[footnoteRef:34]。因此在其存續期間，歐盟理事會作成多個重要的刑事司法互助框架決定，推動了歐盟刑事司法互助領域大幅度之進展，成績斐然。 [34:  Lebeck, Carl, “Sliding Towards Supranationalism?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EU Framework Decisions after Pupino”, German Law Journal,Vol.8, No.5, pp. 501 – 507.] 

然而，框架決定影響歐盟刑事政策甚鉅，卻因其決議方法欠缺歐洲議會之參與與歐洲法院的監督，招來其恣意專擅及黑箱決策之訾議，引起許多討論與批評。有鑑於此，嗣後里斯本條約便廢除了框架決定之規定[footnoteRef:35]。 [35:  Ibid[28], pp.936-937.] 

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之後，會員國於2001年2月26日簽署尼斯條約，於2003年生效。在尼斯條約中[footnoteRef:36]，強調各會員國應該進行刑事司法合作，並應採取共同行動(common action)，賦予歐盟司法合作組織(Eurojust)設立之法源，促使各會員國利用歐盟司法合作組織進行合作，並希盼該組織與歐洲警政署、歐洲司法網絡(European Judicial Network)進行合作。 [36:  The treaty of Nice Art. 31.] 

[bookmark: _Toc385797958][bookmark: _Toc385804920][bookmark: _Toc385810349](四)、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階段
2003年間，歐洲憲法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草案經提出，於2005年間，由法國及荷蘭公民投票否決後，無疾而終。嗣於2007年3月間，德國提出上開憲法條約精簡版之改革條約(Reform Treaty)，並於同年底，送交在葡萄牙里斯本召開之歐盟高峰會討論，經與會各會員國元首達成共識，於2003年12年13日簽署里斯本條約，再經各會員國之憲政程序批准後，於2009年12月1日生效。里斯本條約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修改後之歐洲聯盟條約(TEU)，二是將現存歐洲共同體條約改名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FEU)。在此之後，歐洲整合邁入全新的發展階段[footnoteRef:37]。 [37: 張福昌，歐盟司法與內政合作反恐議題解析，第45頁，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初版，2011年1月] 

里斯本條約最重要的改變，在於簡化了歐盟的體制結構，廢棄了原來複雜的三支柱結構，將之扁平化而全部統合在一起。因此，原本分散在第一支柱與第三支柱之司法與內政事務，再次聚集在第五篇「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之中。同時，廢除原來警察與刑事司法互助領域之跨政府決策模式，全面採用超國家之決策方式，並採取資格多數(qualified majority)表決制，賦予歐盟執委會獨立提案權，使歐盟議會與歐盟理事會有立法之共同決定權，加強民主參與。又設有緊急煞車條款，使具有利害關係之會員國可動用該條款，及時阻止立法通過。再於條約中明定歐洲法院具有警察與刑事司法互助領域之管轄權，使相關之立法與決策均須受到法院監督。另外，除了延續阿姆斯特丹條約對英國與愛爾蘭之特殊待遇，讓該兩國可選擇是否加入(opt-in)歐盟有關警察與刑事司法互助事務之決策結果之外，里斯本條約還賦予該兩國有隨時退出(opt-out)上開決策結果之權限[footnoteRef:38]。 [38:  Ibid[28], pp.931-938.] 

再歐盟運作條約第67條規定：「(1)聯盟應該構成一個尊重基本權利與尊重不同法律體系、法律傳統之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2)聯盟應該確保人員不受到內部邊境之管制；在促進各會員國團結之基礎下，且對第三國國民公平的前提下，應該擬定有關庇護、移民、外部邊境管制的共同政策。又為達成本章之目標，無國籍者應與第三國國民立於相同的地位。(3)聯盟為了確保境內高度的安全，應該致力採用措施以達到預防與打擊犯罪、種族主義及排外主義；致力採取措施促成警察機關、刑事司法機關或相關主管機關之協調與合作；並相互承認他會員國之刑事判決，必要時，得調和各會員國之刑事法律。(4)聯盟應該促進接近司法，尤其可以相互承認民事裁判與決定之方式來達成。」
上開條文是歐盟「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最重要的一般性條文。其源於原本的歐盟條約29條與歐體條約第61條規定，並首次提到應該尊重基本人權及不同法律體系、法律傳統之觀念，並明文肯認相互承認原則在刑事司法互助之重要性，可謂承先啟後，既守舊又創新。
歐盟運作條約第82條規定：「(1)聯盟的刑事司法互助，應該以司法判決及決定之相互承認原則為基礎，且應該包括第83條第2項所提到各會員國間之法規調合。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依據普通的立法程序，得採取以下之措施：(a)明定規則與程序，以確保聯盟內所有類型之法院裁判與司法決定均可獲得承認；(b)防止與解決各會員會管轄權衝突的問題；(c)支持法官、檢察官與司法人員之進修；在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執行方面，促成司法機關或相關當局之間的合作。(2)為了促成法院裁判與司法決定之相互承認及跨境犯境的刑事警察與司法互助，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可採用根據普通立法程序之指令來建立最低度規則(minimum rules)。該些規則應將各會國法律傳統與法律體系的差異納入考量。應該設立最低度規則的議題包括：(1)各會員國可互相同意被採認為證據者；(2)當事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權利；(3)犯罪被害人的權利；(4)事先經過歐洲議會同意且經歐盟理事會一致決通過之某些刑事訴訟程序。」
又歐盟運作條約第83條規定：「(1)對特別重大之跨境犯罪或本質上需要協力打擊之犯罪，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得依據普通立法程序，以指令就犯罪定義與刑度作出最低度的規則。這些需要被規範的犯罪類基包括：恐怖主義、兒童與婦女遭受性剝削之人口販運、毒品走私、武器走私、洗錢、貪污、偽造貨幣、電腦犯罪、組織犯罪。另外，隨著犯罪之發展，在得到歐洲議會的同意之後，歐盟理事會得採取特殊立法程序，即一致決，以決定(Decisions)的方式，將其他領域的犯罪類型納入，而依上述規定，建立該犯罪定義或刑度的最低度規則。(2)如果刑事法規的調和是為了落實聯盟共同政策執行的有效手段，也可採用指令來建立上開刑事法規之相關犯罪定義與刑度的最低標準。」
上開2個條文為現行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基礎條文，明確採用相互承認原則與法律調和之方式，作為達成司法互助與打擊犯罪之手段。
又上開2個條文規範之範圍甚廣，雖然宣示應尊重各國法制之不同，但就犯罪定義、刑度與訴訟程序卻不排除制定最低度的共通規則，換言之，歐盟就特定範圍之刑事訴訟法及刑事實體法均享有立法權。如此一來，歐盟是否侵犯各會員國的刑罰主權？是否藉由歐洲刑事法律的初步統合開始，終而欲通往歐洲主權統合之目的地？實有討論空間。但從該2個條文之規定，可知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整合與進展極快，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域組織之發展。
另外，里斯本條約還規範了歐洲警政署、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之權限與任務，並授權得設立歐洲檢察署(European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 EPPO)[footnoteRef:39]，賦予該些機關新的或更多的權力。可見歐盟積極支持該些機構進行刑事司法互助事宜，為建立「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不遺餘力。 [39:  TFEU Art.85-88.] 

[bookmark: _Toc385797959][bookmark: _Toc385804921][bookmark: _Toc385810350](五)、小結
歐盟之刑事司法互助事務，經馬斯垂克條約以三支柱結構納入司法與內政事務領域，自始明文化而正式進入歐盟體系。嗣阿姆斯特丹條約將原來的司法與內政事務拆解之，使與人員自由移動有關的事項及民事司法互助予以共同體化，而將司法與內政事務從邊陲地區轉變為歐洲統合之重點領域之一[footnoteRef:40]，並在該階段提出建立一個「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之主張，使1999年的歐洲高峰會順勢提出為期五年的建立「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計畫(即坦佩雷計畫)，在該計畫中確立了相互承認原則為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基礎，必要時，並得促進各會員國的法律調和。之後，歐盟高峰會接續提出兩個為期五年計畫(海牙計畫與斯得哥爾摩計畫)，亦規畫了相關刑事政策的發展。 [40:  同註37。] 

迨里斯本條約廢除了三支柱結構，使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事務跨入了超國家主義之領域，可謂一大突破，並將相互承認原則與最低度規則明文化，且支持歐洲警政署、歐洲司法合作組織積極運作，並授權得成立實質偵查機關(歐洲檢察署)，足認歐盟全力發展「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且效果可見。依此，歐洲統合的程度，也愈益周全嚴密，各會員國間之政經關係，益發密切而不可分。也因此， 吾人當可預見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事務，將會持續不斷地快速發展。
5、 [bookmark: _Toc385797960][bookmark: _Toc385804922][bookmark: _Toc385810351]相關歐盟機構與法律工具
[bookmark: _Toc385797961][bookmark: _Toc385804923][bookmark: _Toc385810352]為促成各會員國間之刑事司法互助，並維持歐盟境內、外之安全，歐盟設置多個機構與法律工具[footnoteRef:41]，以期克竟全功。而該些歐盟機構與法律工具長期發展及運作之後，甚有成效，本文列舉數個較具代表性者，介紹如下： [41:  歐盟理事會善用框架決定之方法，作出多個刑事司法互助之決定，例如，罰金(financial penalties)之相互承認、沒收命令(confiscation order)之相互承認、關於剝奪人身自由的刑事判決(judgments in criminal matters imposing custodial sentences or measures involving deprivation of liberty)之相互承認、保護管束措施與替代措施(judgments and probations decisions with a view to the supervision of probation measures and alternative sanctions)之相互承認、歐洲逮捕令及歐洲證據令等。司法互助之框架決定跨及審理前、中、後之階段，可見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已推展到刑事訴訟之各個階段，甚為完整。] 

(一)、歐洲警政署(Europol)[footnoteRef:42] [42:  以下歐洲警政署之說明，主要資料來自歐洲警政署之官網https://www.europol.europa.eu/content/page/about-us (last visited on 2014/04/19)。] 

馬斯垂克條約第K.1.9條賦與歐洲警政署設立之法源後，該機構於1999年開始正式運作。而阿姆斯特丹條約第30.2條擴張歐洲警政署的權限，使其可蒐集、分析犯罪情資之外，還能參與和協調歐盟各會員國之調查行動。嗣於里斯本條約階段之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88條明定歐洲警政署之任務與權限，指出其係支持與加強歐盟境內檢察機關或相類機關打擊犯罪之行動，並促進歐盟各會員國警察機關間之相互合作，負責蒐集、儲存、處理、分析與交換情資，並得協調、組織、執行與歐盟會員國合作進行之調查行動或聯合調查小組(Joint Investigation Team, JIT)，必要時，得與歐洲司法合作組織聯絡。
由此可知，歐洲警政署是歐盟執法機關之一，其成立之主要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安全的歐洲，以保護歐盟公民的利益。為了達到維護歐盟治安的目的，歐洲警政署協助歐盟各會員國調查犯罪、打擊重大的跨境犯罪和恐怖活動。簡言之，其係為促進歐盟境內、外警察合作之歐盟機構。
歐洲警政署總部設於荷蘭海牙，目前約有800位工作人員，包括150名的對外聯絡官(Europol Liaison Officers, ELOs)，渠等與歐盟28個會員國及非歐盟國家合作夥伴(例如澳洲、加拿大、美國、挪威)之執法機關成員密切合作。歐盟警政署並未具有實質的案件調查權，亦無對涉案人員的逮捕權，但得蒐集、分析、傳遞情資及進行協調行動。歐盟國家或其他合作之國家取得上開情資或分析報告後，可對相關犯罪進行預防、調查、偵辦，或對犯罪人進行追蹤或訴追。另外，歐盟警政署所屬的專家和分析員也可參與因應特定犯罪而成立的聯合調查小組(JIT)，提供其專業意見。而歐盟警政署的成員來自不同的執法機關，包括司法警察、邊境警察、海關或安全部門的警察。該種多元的成員結構，可以促進情資整合的便利與減少跨領域合作所發生的困難
歐洲警政署最獨特與最擅長的，就是蒐集與分析犯罪情報的能力。因此，歐盟各會員國的執法機關相當倚重歐洲警政署提供之情報，並常因而破獲恐怖活動、高度危險犯罪、組織犯罪等，進而中斷歐盟境內之犯罪網絡。數年下來，已因此逮捕數千名的犯嫌，查扣數百萬歐元的犯罪所得，救出數百名被害人，包括受到性剝削的兒童人口販運被害人。平均一年而言，歐盟警政署進行大約1萬8000件跨境犯罪案件之調查，並分析有效情資而破獲超過9000件案件。
[bookmark: _Toc385797962][bookmark: _Toc385804924][bookmark: _Toc385810353]長久以來，大規模的犯罪行為與恐怖活動在歐洲甚為猖厥，對於歐盟境內的治安及人民生活造成嚴重的威脅。過去，恐怖主義、毒品走私、洗錢、組織型詐欺、偽造歐幣、非法偷渡等，是影響歐洲治安的主要問題；現在，網路犯罪、人口販運及其他隨著社會發展新生的威脅(modern-day threats)，則成為影響歐洲治安的新挑戰。因此，歐洲警政署積極面對上開問題與挑戰，並加強歐盟境內與境外之警察機關合作，期能有效地追訴或防制犯罪。
(二)、歐洲司法合作組織(Eurojust)[footnoteRef:43] [43: 以下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之說明，主要資料來自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之官網與歐盟執委會官網
http://eurojust.europa.eu/about/background/Pages/history.aspx (last visited on 2014/04/19)、
http://ec.europa.eu/justice/criminal/judicial-cooperation/eurojust/index_en.htm (last visited on 2014/04/19)。] 

阿姆斯特丹條約中提到，要建立一個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後，歐洲高峰會舉行坦佩雷會議，討論如何達成此目的。該會議結論第46點指出，為對抗嚴重的組織犯罪與跨國犯罪，應由各會員國選派檢察官、治安法官、警官或相關官員，組成一個單位，專責處理司法互助事宜。嗣於2002年美國發生911之恐怖攻擊事件，促使歐盟各會員國高度重視打擊重大犯罪及刑事司法互助之必要，遂於同年由歐盟理會事作成決定[footnoteRef:44]，設立歐洲司法合作組織。 [44: Council Decision 2002/187/JHA.] 

後來，於2008年，歐盟理事會又作成決定[footnoteRef:45]，擴張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之權限，使利害關係人之間可為資訊交換，促進與強化歐洲司法合作組織與會員國主管機關之合作，增加與加強歐洲合作組織與其他歐盟機關、第三國之合作。發展到里斯本條約階段，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85條明定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之任務與權限，將上開理事會決定予以條約化。 [45: Council Decision 2009/426/JHA.] 

歐盟司法合作組織設於荷蘭海牙。由歐盟28個會員國各遴選1名檢察官或法官或同等職權之警官派駐在該機構，每位會員國代表之任期原則上為4年。平均一年而言，歐洲司法合作組織協助各會員國調查或檢察機關互相協調或合作的跨國犯罪案件高達1500件。其幫助建立各會員國之間的互信，並充當各會員國相歧異法律體系與法律傳統的溝通橋樑。又因為各會員國派駐之代表熟知本國法制，對於他國提出之法律問題與確認案件之主管機關，很快即可回覆與處理，也因此，派駐代表對於司法互助請求之履行與相互承認法律工作之執行，乃大有幫助。
承上可知，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主要的任務，係在促進歐盟各會員國檢調機關追查重大跨國犯罪時相互之協調與合作。所謂重大跨國犯罪，包括走私毒品、人口販運、偽造貨幣、洗錢、侵害歐盟財產利益之犯罪、環保犯罪、恐怖活動等。為了共同打擊上開犯罪，歐洲司法合作組織可要求各會員國啟動調查行動，協調各會員國之調查行動及起訴地點、建議各會員國組成聯合調查小組(JIT)、提供各會員國相關犯罪情資，提供司法互助法律工具(例如歐洲逮捕令)之使用意見。又必要時，得與其他歐盟執法機構進行合作，例如歐洲警政署、歐洲司法網絡( EJN)、歐洲防制詐騙局(European Anti-Fraud Office, OLAF)、歐洲邊境安全局(European External Borders Agency, Frontex)等。
於2013年7月17日，歐盟執委會向歐盟理事會提出設立歐洲檢察署(EPPO)之草案，並一併提出改革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之草案[footnoteRef:46]。根據該草案，歐洲檢察署偵辦與訴追犯罪之行為，植基於歐洲司法合作組織對其之支持，是為了使該二機關之互動與合作具有法律基礎，歐洲司法合作組織因此有修法之必要。此外，在新的修正草案中，使歐洲議會與各會員國議會得對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之行動表示意見，進行評估，以增加對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之民主監督；又對歐洲司法合作組織進行組織改革，使其功能與架構更加符合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85條之規定，並期待改善該組織之行政效能。惟上開草案尚經歐盟理事會審議中，未成定論，應持續關注後續之發展。 [46: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riminal Justice Cooperation (Eurojust) /* COM/2013/0535 final - 2013/0256 (COD) */.] 

[bookmark: _Toc385797963][bookmark: _Toc385804925][bookmark: _Toc385810354]又從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之設立條約化與提出修正草案二事來看，可知其任務目的與執行成效均受肯定。然而，該機構雖由歐盟各會員國派駐之檢察官為運作核心，但渠等依法並無案件之實質偵察權，僅有協調與促進各國檢調合作之權限。此乃刑事偵查權涉及一國主權之行使，各會員國對內國主權之獨占不可能輕易退讓之故。也因此，對於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之職掌與任務規定，上開條約與草案皆指明該組織僅有協調權，至多可要求(ask)會員國開啟調查，但無實際調查或訴追之權，併此敘明。
(三)、歐洲檢察署(European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 EPPO)[footnoteRef:47] [47: 以下歐洲檢察署之說明，主要資料來自歐盟執委會官網
http://ec.europa.eu/justice/criminal/judicial-cooperation/public-prosecutor/index_en.htm (last visited on 2014/04/19)。]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86條規定，經過特別的立法程序，歐盟理事會得設立歐洲檢察署，偵辦與追訴侵害歐盟財政利益之犯罪行為。依此，於2013年7月17日，歐盟執委會向歐盟理事會提出設立歐洲檢察署(EPPO)之草案[footnoteRef:48]。 [48: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 /* COM/2013/0534 final - 2013/0255 (APP) */.] 

歐盟是否應設置具有偵查、起訴實權之檢察署，向來爭執不休[footnoteRef:49]。從2000年提出的歐盟刑事法典草案(Corpus Juris)，同年提出之刑事法律保護共同體財政利益綠皮書(Green Pater on Criminal-law protection of the financial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到後來未經批准通過之歐洲憲法條約，均提到要設立歐洲檢察署。嗣於里斯本條約階段終於將之條約化，賦予歐洲檢察署設立之法源。然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86條係規定「得」(may)設立之，因此，歐洲檢察署究竟有無設立必要？應該何時設立？設立後之組織架構與運作方式為何？縱使歐盟執委會已經提出設立草案，相關問題仍然充滿爭議與不確定。 [49: 相關討論詳見王士帆，歐盟檢察官—初探與預測，檢察新論第8期，第49-74頁，2010年7月。 ] 

在過去3年間，歐盟每年平均受到財政詐欺之金額高達5億歐元，若計入犯罪黑數，受損金額更多[footnoteRef:50]。然而，歐盟機構之執法機構，例如歐洲警政署、歐盟詐騙防制局、歐洲司法合作組織，均無刑事調查權，對上開犯罪無法展開強而有力的調查。雖然，各會員國可偵辦該類型案件，然常宥於國界限制或法規差異，訴追成效不彰。因此，若歐盟自設偵查機關，即可自己發動偵查與起訴上開犯罪，並提出一致之認定標準，享有主動的決定權，可解決上開追訴成效不彰之問題，提高定罪率。 [50:  http://www.eubusiness.com/topics/finance/prosecutor (last visited on 2014/04/19)。] 

目前，依歐盟執委會之規畫，歐洲檢察署設置檢察長，徵調各會員國檢察官至歐洲檢察署服務，偵辦案件及強制處分所適用之法律，仍以各會員國之法律為依歸，並在各會員國之法院起訴。又歐洲檢察署對於取證之合法性、刑事訴訟程序及當事人權利之保護，均應注重公平審判及基本權利之保障，以符合歐洲人權公約之規定。
因此，乍看歐洲檢察署之設立，似乎立意良好。然而，刑事之偵查權與起訴權，為國家貫徹刑罰權之手段，為國家主權的核心之一，各會員國是否願意退讓此部分之國家主權，而同意成立歐洲檢察署？又侵害歐盟財政利益之犯罪行為，雖屬特定之犯罪類型，然歐洲檢察署此實質偵察之腳步一邁，是否會逐漸擴張至其他犯罪類型？並進而開夠歐洲主權統合之路？猶待吾人持續觀察。
[bookmark: _Toc385797964][bookmark: _Toc385804926][bookmark: _Toc385810355](四)、歐洲逮捕令(European Arrest Warrant,EAW)[footnoteRef:51] [51: 以下歐洲逮捕令之說明，主要資料來自歐盟官網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justice_freedom_security/judicial_cooperation_in_criminal_matters/l33167_en.htm (last visited on 2014/04/19)。] 

歐洲逮捕令是歐盟理事會第一個立於相互承認原則所作出的司法互助框架決定[footnoteRef:52]，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框架決定。其簡化了司法互助之請求程序，加速了處理流程，使外交和行政部門不再介入或干預，而由兩國司法部門直接主導與進行接觸，由受請求國逮捕嫌犯或被告，並將之移交到請求國。嗣歐洲逮捕令於2004年1月1日生效。之後，其提高了移交人犯的執行效率，也取代了傳統的引渡模式。 [52:  Council Framework Decision 2002/584/JHA of 13 June 2002 on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nd the surrender procedures between Member States.] 

基於相互承認原則，受請求國應承認請求國作成的歐盟逮捕令，且應遵守最低審查原則(a minimum of formalities)，僅核閱請求國是否已將相關逮捕令資料填寫完成，換言之，原則上受請求國僅為令狀之形式審查，高度承認請求國之司法決定。其適用的逮補對象，限於請求國主張受刑事訴追之人、應入監服刑之人及應被羈押之人。再者，並非所有案件皆可使用歐洲逮補令，只有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個月以上，或經法院宣告羈押4個月以上之被告；或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1年以上之罪，或經法院宣告羈押之命令，最長的拘禁期間是1年以上的情形，請求國始得簽發歐洲逮捕令。
如果請求國簽發之逮捕令內容，被告係犯最輕本刑3年以上之罪，且其犯罪類型是恐怖活動、人口販運、貪污、參與犯罪組織、偽造貨幣、謀殺、種族主義、仇視外國人主義、性侵、走私贓車、詐欺、侵犯歐盟財政利益等，則為雙重可罰原則(double criminality)之例外，不論該行為在請求國是否為刑法規範，請求國應該執行該逮捕令。反之，上開類型之外的犯罪，請求國得審查(verified)該犯罪是否亦為該國處罰，進行雙重可罰性之審查。
歐洲逮捕令之令狀內容，歐盟理事會已作成例稿，各請求國司法機關應依例稿內容填寫之。請求國在令狀上必須載明被告之姓名年籍、罪名、刑度、案情、判決內容、核發令狀之機關，使受請求國之司法機關拿到該逮捕令後，對被告身分與案件之罪質，能以最快的速度進行瞭解，並予以審查與執行。另外，請求國之司法機關得透過使用申根資訊系統(Schengen Information System, SIS)或歐盟司法網絡(EJN)，查出被告之所在，或透過該些電腦系統請求協助，再對特定國家發出歐盟逮捕令請求執行，或發佈通緝，請求不特定國協助。
又受請求國執行逮捕之方式，應依其本國法之規定。嗣將被告逮捕到案後，應告知其歐盟逮捕令之內容，並應保障其受律師協助與請求翻譯之權利。在例外的情況下，請求國得釋放該被告。又於受請求國逮捕被告後，若被告同意移交至請求國者，原則上應於10日內進行移交程序；若被告不同意移交者，受請求國得舉行聽證程序，再於60日內，作出移交與否之決定。
基於一事二不罰原則(ne bis in idem)，若被告為所之相同犯行業經受請求國判決者，受請求國得拒絕該逮捕令之執行。此外，若犯行經過受請求國大赦、或因年齡致該行為在受請求國不罰者(例如少年犯)，或非屬前述之重罪案件而該行為在受請求國未入罪者，或被告未經適當程序保障所獲之缺席判決，受請求國皆得拒絕執行歐盟逮捕令。另外，歐盟逮捕令試圖突破「國民不引渡」原則[footnoteRef:53]，指出逮捕對象為受請求國之國民或居民，受請求國仍應逮捕並移交該人至請求國，但得保證裁判後應送回受請求國執行刑罰。 [53:  Zsuzsanna Deen-Racsmàny : Lessons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for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Obligation to Surrender Nationals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7, p.276.] 

傳統的引渡模式禁止引渡本國人，並將之列為憲法保障之國民權利。歐盟逮捕令打破此項傳統，引起多國之憲法爭議，德國、賽浦勒斯、波蘭及捷克共和國均提出憲法訴訟，但最後認為合憲，並修改相關法律[footnoteRef:54]。除此之外，歐盟逮捕令仍具有許多爭議。例如，重罪不適用雙重可罰原則，惟所列舉之重罪定義與範圍均不甚明確，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疑；又依例稿填寫之內容，若陳述不清，受請求國得請求原核發機關補正陳述，惟何謂陳述不清？具體案件應陳明至何種程度？受請求國有否藉此為實體審查或刁難之可能？又各國法制不一，實體與程序規定均不相同，請求國逕予執行歐盟逮捕令，有否侵害人權之虞？也因此，歐盟理事會一直在推動加強各國訴訟程序之保障。 [54: Ibid[28], pp.948-952.] 

雖然歐盟逮捕令存有多項爭議，但至今也運行超過10年了，其核發令狀與執行成效，逐年遞增，於2009年，歐盟逮捕令已執行超過4000名被告之引渡程序[footnoteRef:55]，可見其簡便的行政流程與司法機關之直接聯絡，確實帶來強大的執行成效，也解決了歐盟區消除內部邊境管制所帶來的罪犯易於移動、隱匿的問題。雖然如此，歐盟逮捕令在維護共同體安全、國家主權、基本人權等議題互動上所發生的疑慮，短期內不會消除，是相關議題與制度往後如何發展，有否可能改變？仍應繼續觀察。 [55: http://www.fairtrials.org/documents/Appendix_1_-_EAW_statistics_May_2011.pdf (last visited on 2014/04/19).] 

[bookmark: _Toc385797965][bookmark: _Toc385804927][bookmark: _Toc385810356](五)、歐洲證據令(European Evidence Warrant,EEW)[footnoteRef:56] [56: 以下歐洲證據令之說明，主要資料來自歐盟官網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justice_freedom_security/judicial_cooperation_in_criminal_matters/jl0015_en.htm。 ] 

為了各會員國快速、方便跨國取得證據，以利進行偵查與審理之犯罪訴追，歐盟理事會作成歐洲證據令之框架決定[footnoteRef:57]。該框架決定第1條言明，歐洲證據令是一個司法決定(judicial decision)，各會員國應該以相互承認為原則，執行他會員國簽發之歐洲證據令，但不得侵害個人之基本權利及他會員國之法律基本原則。 [57:  Council Framework Decision 2008/978/JHA of 18 December 2008 on the European evidence warrant 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objects, documents and data for use in proceedings in criminal matters.] 

歐洲證據令使法官、檢察官為蒐集必要之證據，得調取得存在於他會員國之物品、文件或數據。但禁止要求受請求國為下列行為：進行訪談、取供、聽審；實施身體檢查，或採取人體跡證，例如DNA與指紋；即時獲取訊息，例如通訊攔截、電話監聽、帳戶監控等；分析既存物品、文件或數據；取得公開可得之電子資訊。又歐洲證據令之客體不及供述證據之取得，但於執行之過程中，若在場之人有與證據令直接相關者，可取得其供述而作為證據。再者，簽發歐洲證據令者，應為蒐證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不得恣意為之，且所調取之證據，必須為受請求國法律規定得可取的者。
受請求國接獲歐洲證據令後，經審查形式條件完備，即應執行之，不得進行審查審查，否則違背相互承認原則。又受請求國如何取得證據，由其依該國法律自行決定，若認必要，得以強制力獲取之。也因此，歐洲逮捕令引來侵害人權等之爭論。另外，依據上開框架決定第11條規定，受請求國於特定情況下，得拒絕承認或執行歐洲證據令，包含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雙重可罰原則、受請求國無法律依據可進行該取證行為、經過大赦之案件、涉及管轄權爭議、涉及執行國國家安全利益、令狀之程式不完備等情形。
[bookmark: _Toc385797966][bookmark: _Toc385804928][bookmark: _Toc385810357]歐洲逮捕令的框架決定於2011年1月生效，但是執行效果不佳[footnoteRef:58]。因為歐盟理事會另於2010年6月3日提出歐洲調查令(European Investigation Order, EIO)之草案[footnoteRef:59]，該草案授權予各會員國更多蒐證權限，使跨國取證的客體與方法更加多元。相較之下，現行歐洲逮捕令之限制過多，能調取的證據相當有限。因此，各國多採取觀望之保守態度，並未經常使用歐盟證據令。雖然如此，歐洲調查令本身亦存在許多疑問，目前仍在歐盟理事會討論中，尚未達成共識。 [58:  Ibid[28], pp.953-954.]  [59: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regarding the European Investigation Order in criminal matters /2010/0817 (COD).] 

六、心得與建議(代結論)
歐盟之刑事司法互助，長期以來，透過條約簽立與計畫實施之結果，相關專責機構與法律工具齊備，比起世界其他國家及各區域組織之刑事司法互助機制，可謂領先群雄。尤其自里斯本條約之後，刑事司法互助事務規範於歐盟運作條約第五篇「自由、安全與正義區域」之中，並採取歐盟超國家之決策模式，改變原來跨政府間一致決之決策模式，堪為創舉，並可見歐洲政治與主權統合之企圖與願景。
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法律工具甚多，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歐洲逮捕令與歐洲證據令。此二者則為「相互承認」原則之具體落實。透過歐盟理事會的框架決定，促成了上開令狀制度之成立，並分別取代了傳統之引渡制度與取證模式，使證據調查與犯罪訴追更具效率。又為追求執行效率，大幅降低受請求國審查實質法律要件之密度，確實節省了相當之時間與人力成本。另外，該二令狀制度之立法設計，均放寬了刑事司法互助理論中對「雙重可罰性」原則之要求，但也因此引來是否侵蝕受請求國主權及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訾議。雖然如此，整體而言，歐洲逮捕令與歐洲證據令仍對歐盟跨境犯罪之訴追帶來正面之效益，仍值肯定。
此外，歐盟刑事司法互助除了以「相互承認」原則為基石之外，「法律調和」問題也具有相當重要性。否則，一旦各會員國之法規及罰則差異過大，縱使立法相互承認對方之判決，實際執行上仍困難重重，並容易產生規避管轄權(forum shopping)的情形。雖歐盟機構早已意識到此問題，除呼籲各會員國重視，並試圖擬定方針解決之，惟刑事法制及執行聯結各國主權議題太深，亦過於敏感，各國法律調和結果仍然不佳。惟目前似無明確解決之道，此為歐盟機構應持續努力處理之難題。
歐盟刑事政策的發展，除著重打擊犯罪之外，對於人權保障及公平審判之追求，亦不遺餘力，相關之探討與執行措施，甚有見地且頗有效益。現今人權保障為普世價值，打擊犯罪與公平審判，亦為我國司法機關所追求的目標。歐盟刑事政策之擬定與發展，既走在時代之先，又與我國司法環境所需有所交集，我們實可投入部分人力對之深入認識與瞭解，除了增加新知外，更可截長補短，將必要或有用的觀念或措施，納入我國的刑事政策或司法改革之中，以促進我國法制之進步。
至於刑事司法互助部分，我國並非歐盟之會員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司法互助關係，將回歸到國與國之間的傳統條約基礎。雖然如此，歐盟係區域整合下刑事司法互助合作模式最激進之代表，吾人持續觀察其發展，當可學習其運作與溝通方法，或可作為我國將來與他國合作或進行區域司法互助之參考。而且，我國法務部與歐洲司法合作組織已經建立聯絡窗口，之後持續派員關注歐盟刑事政策之方向及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亦有必要。
另外，荷蘭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法律系專任教授P.H.P.H.M.C. van Kempen掌管刑法部門，對臺灣官員與學生極其友善，且其學術素養極佳，在荷蘭刑法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也因此，筆者前往該校進修，獲得van Kempen教授及法律系同仁許多協助與親切對待，過程可謂順利愉快。是於文末，建請法務部考慮延長我國檢察官前往上開荷蘭大學之進修期限，並與該校商談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可能性，以促進我國與荷蘭更多之學術與實務交流，提升我國檢察官之法律職能，並擴展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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